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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的隐逸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但并未被学术界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。近年来，陈鼓应、韦政通等学者把《周易》与道家联系起来，有利于人们思考这一问题。不过，专门从隐逸这一角度分析《周易》与道家隐逸的文章，却并不多见。其实，这一问题的探索，对深入认识《周易》的隐逸观的历史影响及其与道家的关系，有一定的意义。

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现象。人们历来把隐逸与道家联系在一起。其实，隐逸并不起于道家，也不是道家的专利。隐逸的传统解释是隐居。但其实并不止于此。隐逸有“隐”与“逸”两个方面的含义。“隐”是隐居，指隐逸的消极意义；“逸”是以逸待劳，是隐逸的积极含义。从《周易》开始，中国文化中的隐逸传统就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意义。但是，从根本上说，隐逸是一种不合作的政治不服从行为，是能仕而不仕的贵族和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。要了解隐逸的这一实质，是离不开《周易》的。

从隐逸的思想基础来说，阴阳观念是其所本。《易经》是算卦的记录，重在预测吉凶祸福。因此，《周易》对人的政治行为的进退有着明确的建议。在吉凶祸福面前，有积极有为，还是隐退无为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。《周易》把世界的现象分配在阴阳这两种卦象中，并由此形成八卦、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，以解释宇宙万象的变化，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。在这一世界观中，由于有了阴阳的对立，所以，“阴”本身就有隐藏的意义。所以，乾、坤的不同性质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念和倾向。就乾卦来说，龙本身就有一个潜隐的过程。从《周易》来看，这种隐藏的倾向，贯穿了《周易》的整个体系。从这一宇宙观来看，《周易》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源头和代表。就其最为明显的卦象和卦辞、爻辞来说，《蛊卦》的上九卦说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这是隐逸思想的典型话语。《遯卦》全卦集中在君子、小人的政治较量和君子的隐退上。《明夷卦》也是明入于地以后的隐忍过程，表现出了君子隐以待时的态度。从《易经》中的这些观念来说，它们无疑比《老子》思想的出现要早，影响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和文化。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来看，《易经》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。政治家和士人的穷达进退，往往引用《周易》以明志。这一现象说明：《周易》是预测人的吉凶进退之道之作，进与退、隐与显、穷与达，本来就是阴阳现象此消彼长的重要社会表现。在此意义上说，《周易》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源头。

其实，有的学者早就指出了《周易》与《老子》的互相影响的关系。韦政通在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五章“老子”中，列举了《周易》与《老子》关系的12个方面，其中像“阴阳”、刚柔观念，“复”的观念，以退为进的观念等，都是与隐逸文化相关的。《老子》说：“道隐无名。”“隐无名”的思想，是对隐退行为和思想的一种概括和总结，代表了阴柔的文化，与《易传》的阳刚文化形成了一种对待态势。有人说，《老子》是一种女性文化，这一说法是对《老子》中的女性象征的描写分析。《老子》中的玄牝、谷神等的寓意，的确代表着与《周易》不同的文化。不过，韦政通所分析的是《易传》与《老子》的关系。从《易经》来看， 二者之间深层次的内在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在这一意义上说，道家的隐逸，与《周易》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。如果进一步从《易传》来看二者的关系，也许更能说明二者在隐逸观上的相通之处。

不过，隐逸是一种复杂的现象，隐逸思想也有着丰富的内容。从《周易》与道家的隐逸来看，二者的一方面有渊源关系，另一方面却有着性质上的差别。“时”的观念是二者都非常重视的思想，但是，《周易》的“时”，其含义与现实政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，与政治上的进退是分不开的。《周易》的“时”的哲学思想，已有学者作过分析，它在《周易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代表了《周易》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方面。但是，在道家思想中，《老子》说：“动善时。”这也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。有着黄老道家特征的人物范蠡，它对“时”的重视，也主要是从天道规律的意义上着眼的。因此，从《周易》到道家，“时”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。当然，这一过程是时代进化的表现。但由此也可以看出，从《周易》到道家，二者已有很大的距离。与道家的“身隐”、“心隐”相比，《周易》的隐逸思想，更多地是一种“时隐”，即等待时机的政治行为方式，是一种比较具体的政治不服从行为，与道家对整个政治的不合作来说，有着很大的差别，倒与黄老道家比较接近。不过，就黄老道家来说，他们对清静自定的执着，也与《周易》的儒家明哲保身式的“时隐”，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不同的。

在仕与隐之间，往往是很难划出界限的。《周易》的阴阳文化，已明确地标明了中国之士与政治人物的行为方式的基本取向。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，他们都有进与退的方面，尽管这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。就无为思想来说，儒家也有这种主张。孔子本人已有明显的隐逸倾向。孟子明确地把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作为人生选择。不过，从思想文化的价值观差异来看，《周易》所代表的人文主义与道家所代表的自然主义的着异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即就使《易传》来看，其人文主义取向仍占主导的方面。道家的自然主义对权力有着高度的疏离感，其边缘化倾向是明显的。庄子学派是其极致，其齐万物、一生死的精神，是一种政治冷淡和政治不服从行为。就老子和黄老道家的政治态度来说，也显然“冷眼热心”式的。道家的隐逸显然缺乏儒家的世俗热情。倾向于“以逸待劳”的黄老道家，他们内在的清静心理与儒家人物的明哲保身也是不相同的。

从社会基础来说，隐逸是贵族没落和民族衰亡的产物。《周易》把这一问题概括为君子与小人的斗争。“小人”有二种，一种是一个社会的新生力量，一种是社会和政治中的邪恶势力。《周易》对小人持有一种严正的道德批判，而道家的批判更主要地集中在文明和文化的批判上。道家“绝圣弃智”，“非圣无法”，已不限于对人的道德行为的批判。

中国是宗法社会。《周易》对“家”是非常关注的。但是，道家是离“家”出走的政治角色，即就使黄老道家人物，他们也带有离“家”者的特点。在《易传》中，男尊女卑的观念，与道家的观念已有了很大的区别。

总之，《周易》与道家的隐逸的关系是复杂的。这一问题的研究，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





